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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多语”公共卫生监测系统：
价值定位、实现路径及应用前景

祝晓宏　 郭　 熙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 ／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１０）

　 　 ［摘　 要］ 新冠疫情暴露了现有传染病监测系统的一些漏洞，研发新型公共卫生监测系

统是势之所趋。 建设“互联网＋多语”公共卫生监测系统，有利于筑牢我国公共安全监测体

系。 结合 ＷＨＯ 公共卫生监测指标和我国语言能力现状，将新系统的价值定位为识别及时、
覆盖广泛、简单有效，实现路径依赖信息收集、处理、分析、传播四环节和多学科支撑，尤其需

要语言学科在谣言识别、翻译和本体知识构建、异常疾病事件识别和检测、信息发布的语种

和语用策略方面进行知识供给。 新系统可以提高社会治理效能，促进语言产业发展，有着广

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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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９ 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地打乱了世界进程。 面对疫情，我国政府紧急应

对，科学施策，始终以人民生命安全为首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抗疫战绩。 面对疫情，我国学界也纷

纷响应，包括医学、情报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在内的众学科都各展其长，发布了很多应急研究成果，
有力地支撑了科学抗疫。 整体来看，大量研究都是助力“抗疫”而作，针对“防疫”、深刻反思我国公

共卫生和情报治理体系问题的研究还不多①。
我国的抗疫成绩表明：如果从源头上国家就拥有一套快速、精准、高效的防疫监测系统，一旦识

别险情马上预警，处置有方，事态或许不会失控蔓延，酿成大灾。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２００３ 年非典

之后，卫生部中国疾控中心即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传染病监测信息系统。 这套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

统”：医院发现传染性病例，医生在这套网络系统点击报告病例，中国疾控中心在内的各级疾控部门

就能实时了解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并不是逐级报告，而是只要医院在内部网络

系统中点击报告了病例，中国疾控中心第一时间就应该收到。 然而遗憾的是，一直运行良好的这套

系统却在新冠疫情早期预警中信息失灵②，从而影响了后续的应急反应。
目前，国外基于非正式网络信息的疫情监测工具（如 ＢｌｕｅＤｏｔ、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ｐ、Ｆｌｏｗｍｉｎｄｅｒ 等）功用日

显；国内研发“境外”“全球”疫情监测预警系统呼声日浓③。 在认真梳理既存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



内外公共安全监测系统研发现状，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一种新的监测思路，建设一套基于“互联网＋
多语”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以弥补现有监测系统的疏漏，提升我国公共安全预警能力。

二、建设公共疫情多语监测系统是势之所趋

（一）我国缺少“互联网＋基于事件”的主动监测系统

信息失灵指供需双方在产品信息的掌握程度上的不对称。 如果将事关人民生命安全的传染病

信息当作某种特殊的公共产品，那么疾控中心是信息需方，医院则是信息供方。 在疫情初始阶段，倘
若医院因为某些缘故（特别是对于不明的新发疫病）而漏报、未报或误报，疾控中心就无法第一时间

掌握信息，预警响应也就无从谈起①。
完全依赖医院直报和基于医生专业判断，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监测。 被动监

测极有可能产生信息盲点和信息延误②。 研究证实，私人诊所报告的时效性最差；个体门诊几乎是传

染病疫情报告的空白③；“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的情报也没能即时上达中国疾控中心系统④。 被

动监测的消息源比较单一，容易丧失先机。 可以说，不能主动出击利用多方面信息进行监测，是这套

系统的短板。
人类正在全面深度进入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时代需要强调一种新的监测思路，即自上而下地获

取信息，利用互联网世界里有关公共卫生的实时信息资源，采取文本挖掘、深度学习等多种技术手

段，计算机自动识别，辅以人工干预，政府顶层主动监测。
公共卫生监测有不同的类型：常规报告和哨点监测，主动监测和被动监测，基于指标的监测（ ｉｎ⁃

ｄｉｃ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和基于事件的监测（ｅｖ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后两类监测分别对应被动

监测和主动监测，它们在工作原理和数据来源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前者的监测过程是系统、常规的，
采用有组织、正式、有限、预先界定的疾病数据；后者监测过程通常是即时、灵活的，采用多元（正式和

非正式）、非限定的、所有事关危险的数据⑤。 一般来说，前者的优势在于监测信息准确可靠，但时效

性有所滞缓，而后者的优势在于及时敏感，且耗费成本较低。
当前，国际社会愈益重视监测信息来源的多元化。 全球基于互联网的公共卫生监测项目发展迅

速，监测准度大大提升，很多国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开始重视监测源于互联网的非官方渠道的传

染病信息⑥。 特别是人工智能为信息技术赋能，“互联网＋大数据＋基于事件”的监测优势越发明显，
成为传统监测体系的重要补充。

（二）全球公共卫生监测系统研发简况

在公共卫生监测领域，上海市率先开始探索建立“互联网＋基于事件”的监测模式⑦，一些公共卫

生和信息安全专家也提出建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监测系统设想⑧。 但是，这些设想都是

限于局部地区或境内，是单语思维监测，监测范围和监测人群还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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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来看，随着人工智能和语言资源处理技术的进步，传统监测系统和基于“互联网＋”的
新型监测系统互相配合，协同作用，正在成为生物安全监测（Ｂｉｏ－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领域的趋势，一些大国

和地区都在建设和布控基于互联网信息资源的公共安全监测系统，以服务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①。
表 １ 是全球六大颇有代表性的生物监测系统情况表。

表 １　 全球“基于事件的生物监控系统”情况表

系统名称 ＰｒｏＭＥＤ ＧＰＨＩＮ ＭｅｄＩＳｙｓ 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ｐ ＩＢＩＳ ＰＡＤＩ－ｗｅｂ

所有者
国际传染病协会

（美国）
公共卫生部
（加拿大）

联合研究中心
（欧盟）

波士顿儿童医院
（美国）

墨尔本大学
（澳大利亚）

ＥＳＡ 监测平台
（法国）

推出年份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访问政策 公开 限制 公开 公开 公开 公开

威胁类型
动物 ／ 人类 ／

植物
动物 ／ 人类 ／
植物 ／ 环境

动物 ／ 人类 ／
植物 ／ 环境

动物 ／ 人类 ／
植物 ／ 环境

动物 ／ 植物 动物

语言数量 ７ ９ ５０ ７ １ ６
数据类型 官方 ／ 非官方 官方 ／ 非官方 官方 ／ 非官方 官方 ／ 非官方 非官方 非官方

界面数据源语言 母语 英语 母语 英语 ／ 母语 母语 英语 ／ 母语

界面数据输出 无 无 时间序列 ／ 地图 时间序列 ／ 地图 地图 时间序列 ／ 地图

　 　 这些系统在全球公共安全领域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共同点是，都非常重视互联网等非官方

数据，监测的语言多达 ５０ 种，用户登录系统界面基本可以使用母语查看数据源。 这些系统反映了这

些国家在全球公共安全监测方面的战略部署，而非国家语言实力。 实际上，这些监测系统涵盖的语

种也主要是联合国常用工作语言或欧盟语言，在语种代表性方面都还很不够。 例如，马来语是东南

亚的通用语，并不在上述系统之内。 一些学者发现，ＰｒｏＭＥＤ 和 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ｐ 两大知名监测系统漏掉了

马来语地区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内多个传染病暴发新闻②。
除了上述多语监测系统，２００６ 年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也推出了能够辐射东南亚的 ＢｉｏＣａｓｔｅｒ

疫情监测系统（８ 种语言）；２０１５ 年，英国提出要提高国家语言能力，扩大在公共卫生领域语言监测方

面的影响力。 一些民间机构也在应势而动。 加拿大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ＢｌｕｅＤｏｔ 宣称，早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他们就利用非官方和官方源消息，发出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预警③。 一些有识之士指

出，我国应从战略高度加强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情报能力建设④。 钟南山院士也呼吁，我国需要

建立一个预警潜在传染病的全球“哨兵”系统⑤。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全球网络空间的信息载体是多

语的，多语监测既已成为互联网公共安全监测的底层思维，从语言介质而非地理空间入手，可以实现

监测效益的最大化⑥。 就我国来说，未来的监测系统应该跨越语言藩篱，能够处理多语多方言信息。
病毒不分国界，未来的世界安全与全球治理需要更多的中国担当和中国方案，鉴于国内和国外两个

大局，建设“互联网＋多语”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应是势之所趋，有助于筑牢我国立体辐射的公共安

全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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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疫情多语监测系统的价值定位

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ＷＨＯ 对于公共卫生安全监测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评估指标，包括及时性、
敏感性、完整性、代表性、有效性、特异性、简单性、可接受性、灵活性等①。 我国作为 ＷＨＯ 的会员国，
需在国际条约框架下设计监测系统，但是还须考虑具体国情和国家战略。 就语言国情而言，我国还

称不上是语言强国，国家语言能力还比较薄弱②。 疫情以来，我国的大国能力、大国风范感召世人，我
国正在加速实现从负责任的大国向负责任的强国转变。 强国需要强语，强语辅助强国。 着眼于国情

和国家战略，“互联网＋多语”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可以发挥三个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分别对标及时性、
完整性、有效性。

（一）识别及时

疫情来临，时间就是生命。 监测系统必须和时间赛跑，在早期预警阶段，抢在疫情流行之前就能

及时识别传染病，将事态遏制在萌芽之中，在疫情成势阶段，也能及时跟踪传染病发展情况。
互联网是健康信息的集散地。 全世界每天有数百万人在网上搜索、报告、交流与健康相关的信

息，这使网络搜索查询和互动平台成为观测公共卫生趋势极有价值的信息来源。 互联网往往也是有

关卫生信息最早披露的地方。 据估计，有关疫病暴发的初始报告中约有 ６５％来自网络新闻报道和非

正式信息源③。 随着自媒体的崛起，每个用户都会成为信息网络的节点。 无可争议的是，在时效性、
弥散性和动态性方面，网络媒体相比于传统媒体具有绝对优势。 正是具有这样的优势，建立在互联

网数据源基础上的多语监测就能在识别时间和监测过程上占得先机，尽早响应。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加拿大联合 ＷＨＯ 研发的“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ＧＰＨＩＮ），

最早发出我国南方发现“不明肺病”的预警报告，比我国官方通报世卫组织早了数月。 ２０１０ 年，哈佛

医学院研究人员利用 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ｐ 系统的数据挖掘平台成功估计海地霍乱疫情的发生情况，比当地卫

生工作者的报告早两周④。 同样，２０１４ 年，该系统在世卫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 ９ 天前，就在地图上标

记了几内亚的“神秘出血热”并发布警报。 如前所述，这些系统正是基于“互联网＋多语”监测思路实

现的。 相反，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缺少多语能力的网络监测系统，会延误报告事件⑤。
（二）覆盖广泛

疾病不问地域、不问人群。 对于流行病监测来说，足够的地理覆盖范围同样至关重要，因为谁也

不知道下次疫情是在何地、将以哪种语言首先披露。 法国公共卫生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世界上将近

一半的重大健康威胁事件，它的初始消息源是以英语之外的语种报道的⑥。 所以，能够处理多语言文

本的监测系统就非常必要。
中国现有 ６ 万多各级医疗基站，东部和西部、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医疗资源很不平衡，直报比例

差距很大⑦，这就给信息收集留下了盲区。 人为期待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医护人员会“主动”越过信息

鸿沟是不现实的，相反，监测系统的制度顶层自身应该牢牢抓住主动权。
目前，我国网络使用的民族语言共有 １４ 种，国际互联网网页约有 ３５０ 种语言。 理论上，为应对

全球公共安全危机，多语监测系统应该覆盖所有网络语种，国际上也已提出“无国界监测”和“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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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边界监测”的倡议①。 但是，考虑到我国实情，借助较为国际通用的语言作为试点，“能监全监”将
是可行的方案。 我国正在努力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多语监测系统的研发也将带动我国国家语言能力

的提升。
（三）简单有效

监测系统需要考虑用户的接受程度。 此次疫情暴发后，不少医生直言根本不知道 ＣＤＣ 的传染

病监测系统，也有很多医生表示无暇或无力填报。 “互联网＋多语”监测系统，直接从网络大数据获

取信息，结合自然语言处理和专业分析提取事件，无须依赖医护人员直报。 该系统自动搜集、处理数

据，可接受性高。
互联网监测，最大的争议在于信息来源驳杂，真假难辨。 随着技术进步，数据降噪处理已经取得

很大进步。 相对于网络信息不纯问题来说，更加关键的是信息壁垒和数据孤岛问题。 《国际卫生条

例》对于疫情监测信息传播规范设置了公开、限制和保密三个层级，这就给关键信息无法及时公开共

享预留了法律解释空间。 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政府和民间在监测方面存在着信息鸿沟，如果缺

乏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和对接平台，就会造成“信息孤岛”。 为此，Ｂｉｌｌ Ｇａｔｅｓ② 呼吁，世界各国还需要

在疾病监测方面建立分享信息的规则。
在攸关人民生命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面前，我们对于疫病信息的掌握应该做到主动、有效。

瘟疫是世界人民公敌，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格局下思考监控体系的研发。 “互联网＋多语”的
监测系统正是着眼于人类命运相连，为突破信息壁垒打造公共产品，分步推进，有效地辐射更多的国

家和人群，统筹国内外大局。
监测系统是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安全的屏障。 就一套监测系统来说，识别及时是其“生命”，覆

盖广泛是其“活力”，而简单有效可谓其“灵魂”。 新型公共卫生多语监测系统当定位如此，并随着国

家整体战略而不断优化。

四、公共疫情多语监测系统的实现路径

（一）基本路径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公共卫生监测，各家系统研发手段和过程各不相同③，但基本路径相似：
（１）从互联网收集和存储数据；（２）处理这些数据以产生信息；（３）将这些信息汇总分析；（４）将分析

结果传播给最终用户。 我国建设“互联网＋多语”卫生监测系统可以参照这个思路，如图 １ 所示：
步骤 １：确定数据源，从互联网中锁定与疫情相关的数据来源，包括社交媒体、网站新闻、疾病论

坛、引擎搜索记录、众包新闻平台、ＲＳＳ 新闻提要列表等非官方媒介。 为了过滤不相干信息和假新

闻，需采集官方信息进行验证和补充。 数据采集涵盖时空两个向量：时间上实现“７×２４ 小时”全天候

监测，每周形成一类数据集；空间上尽可能覆盖全球范围。 这就需要确定“多语”监测的品种。 目前，
全球互联网语言使用人数在 ０ １％以上的为 ４０ 种④。 另一方面，世界上仍有许多重要的区域通用语

和跨境语不在这 ４０ 种之内，如马来语、菲律宾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蒙古语等。 这些语言有的是

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作语言，有的则处在传染病多发且医疗资源贫乏地区。 根据公共卫生

监测的需要，它们不应该被忽视，另外还要考虑我国语言能力现状。 这次防疫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疫
情防控外语通”就是我国语言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他们根据急用、广用、宜用三原则选择了 ４１ 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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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互联网＋多语”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建设路线图

语，基本做到了全球覆盖①。 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可先将“多语”范围定在 ４５ 种以内②，将来再根据

条件逐步拓展。
步骤 ２：从互联网抓取数据后，须对其进行处理使其适合分析。 翻译是把当地语言报道的疫情信

息翻译成各种语言版本，或者先翻译成区域通用语言，再转换成各种语言版本。 相关性排序，是根据

用户兴趣评估、排列报道跟疫病事件的相关程度。 构建本体知识，是形成机器可读的公共卫生领域

概念知识体系③，例如“病源、病原体、分型、人传人、宿主”等，以对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术语做出正

确的判断。 抽取事件，是根据预定义的关键词从分类文本中抽取出结构化的卫生事件。 抽取的过程

主要是采用主题或话题分析，如话题自动识别、话题跟踪、事件识别处理，如识别事件发生的几要

素———时间、地点、人物、结果等。
步骤 ３：数据分析环节，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文本的情感倾向性和评价分析，目的是及时

推断出哪些事件更为紧急或异常，以便系统用户可以进一步调查，并有可能启动疫情风险评估，评估

分析后形成推荐性或结论性的意见、报告。
步骤 ４：根据用户需求和报告信息的性质，使用不同的信息传播手段。 对于预警、防范信息可用

电子邮件、短信推送，对于特定信息用户也可以登录网站界面或 ＡＰＰ 查询（例如疾病类别、感染人

数、传播方式、发展趋势、疾病地图等）。 信息的查询应该支持多语模式。
建设监测系统的路径流程可简化为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和传播。
（二）学科支撑

如图 １ 所示，建设“互联网＋多语”卫生监测系统是个跨学科工程，需要多个学科及其人力资源的

互相配合，尤其是需要语言学科进行知识供给。 对于“互联网＋多语”监测来说，面对海量的大数据，
核心问题是要提高监测的准确度和有效性。 自然语言处理在基于规则和经验相结合的思路下，至少

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第 １ 环节，谣言识别问题。 当下最流行的阿里 ＡＩ 谣言粉碎机，识别成功率达到 ８１％。 其识别原

理之一是，将正文里关键的论证提炼为知识点，与知识图谱里的权威知识库做匹配验证，毫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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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刘晓海、田列鹏《应急语言服务领域的语言资源建设与应用———以〈疫情防控外语通〉研发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
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１７－２５ 页。
《疫情防控外语通》４１ 种外语是：阿尔巴尼亚语、阿拉伯语、阿姆哈拉语、阿塞拜疆语、白俄罗斯语、保加利亚语、波斯语、德语、俄
语、法语、菲律宾语、芬兰语、哈萨克语、韩语 ／ 朝鲜语、豪萨语、吉尔吉斯语、加泰罗尼亚语、柬埔寨语、捷克语、老挝语、罗马尼亚
语、马来语、蒙古语、缅甸语、葡萄牙语、日语、塞尔维亚语、斯瓦希里语、泰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西班
牙语、希腊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印地语、印尼语、英语、越南语。 我们再增加 ４ 种：汉语、维吾尔语、藏语、壮语。 这 ４ 种语言是
我国使用人口最多的语种，而且跨境使用，覆盖地域和人群最广。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Ｎ，Ｋａｗａｚｏｅ Ａ，Ｊｉｎ Ｌ，ｅｔ ａｌ ，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３），ｐｐ ４０５－４１３



自相矛盾，则减分。 如果谣言识别的建模能够考虑更多的语言参量，如谣言的标题特征、用词规律、
话语结构、写作风格、生成机制和传播路径等，识别成功率应该还能提高。 在这方面，语言学研究应

该有所作为。 例如有研究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对新冠疫情期间虚假谣言下的用户评论进

行立场分类，构建出用户立场检测分析模型，从而提高谣言传播中的用户评论立场识别准确性，为公

共卫生事件的谣言检测补充新思路①。
第 ２ 环节，主要是翻译和构建本体知识。 翻译的语种类型情况需要翻译学和人类语言学知识。

构建本体知识，就是形成人类知识总体中一个有关流行病的子类语言资源。 这一环节需要语言学的

深度参与。 其中，构建本体知识需要多语种的流行病术语表。
不同语言的疾病术语存在差异，需要建成对照表，以便执行关键词搜索提取事件。 例如在马来

地区，某些疾病（如腮腺炎、登革热和禽流感）的当地术语就和英文术语不同②。 各华语区疾病的科

学术语、日常名称也有差异。 例如，ＳＡＲＳ 在不同华语区就有非典、沙司、沙斯、萨斯等名称，ＡＩＤＳ 就

有艾滋病、爱之病、爱滋病等名称。 据统计，海峡两岸约有 ２０００ 个医学术语不一致；新加坡华语对于

疾病的日常称呼和普通话有 ３１ ５％的差别③。 近年来，几种大型辞书《全球华语大辞典》《两岸科技

名词词典》相继推出，但还缺乏医学术语对照词典，需要继续进行专门的华语词汇整理研究和协调④。
第 ３ 环节，主要是异常疾病事件的识别和检测。 异常检测需要将事件的特征置于时空当中，以

便确定其重要程度。 其工作原理类似于舆情监测。 疾病事件新闻通常含有几个要素：时间、地点、人
物、症状、传染源、原因以及事件评价等。 文本挖掘语义在事件实体上已经取得不俗的成就，但是情

感语义分析还是一大瓶颈。
现阶段情感分析主要有基于情感词典和基于机器学习两种方法，还缺乏专用的疾病领域的情感

词表。 研究表明，不同语言之间在情感词方面存在差异，其总体数量、语义概念等并不一致⑤。 华语

变体的情感词也有差异，例如普通话的“窝心”在其他华语区反而是“温馨”的语义。 因此，在这一环

节，还要考虑多语、多变体的情感表达差异，多语言文本语码转换的功能识别，语言歧视的跨语言识

解，增加语境和社区参数来解决语言歧义⑥、在线语言交际过程和结构研究等问题。
第 ４ 环节，主要是信息发布的语种和语用策略。 语言学家可以建议，就形成的重要信息，根据受

众需要和安全等级，选用合适的语种、语体风格、交际策略进行发布，以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 多语

言信息发布不仅包括普通话、方言、民族语和多种外语，还应包括面向一般大众的简易语言和残障人

士的特殊语言，以实现信息沟通无障碍。 实践表明，疫情来临之时，采用多模态话语形式和多样化话

语主体的交际策略，有助于建构积极的政府形象⑦。 另外，还应建设历次疾病暴发事件的多语平行语

料库，以备训练机器深度学习，为未来进行更准确的公共卫生监测服务。
防疫是场战争。 在这场突发战疫中，从最初的“新冠肺炎”术语定名到成立“战役语言服务团”，

实施医疗语言救援、制作疫情防控语言产品等应急语言实践和研究方面，语言学者没有掉队⑧。 然

而，战必“动戈”，我国自古就有“上战伐谋，其次伐交”的思想，为了谋求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最好

是永远没有防疫战。 公共卫生监测系统正是为了“永远没有防疫战”，建设这样一个监测系统，需要

多学科携起手来，就提供知识经验而言，语言学应该且也当然可以担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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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疫情多语监测系统的应用前景

“互联网＋多语”公共卫生监测系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未来，我国在食品安全、药物警戒、社
会突发事件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风险依然很大①，需要建成更加全面的公共安全监测体系。 在

这个体系中，接入“互联网＋多语”的监测系统，可以提高现代社会治理的效能。 例如，一些监测系统

通过监视社交网络上的帖子，利用已有的自杀文本数据库和自杀风险预测器来识别、跟踪具有自杀

意图的语言标记（有自杀倾向的人更多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愤怒的情感词和现在时态），从而尽早干

预异常行为。 也有研究利用互联网数据挖掘技术，分析香港占中运动暴乱分子在社交网上的语言情

感标签，从而预测有关人员的行为倾向②。 语言学和互联网大数据、行为科学相结合，正在形成一门

新的学问———预测语言学（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互联网＋多语”公共卫生监测，不但是国家语言战略，也可以成为一项可持续性的语言产业。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众多互联网科技公司闻风而动，纷纷研发各类相关的大数据监测系统，及时监测

人员流动、防疫资源需求等信息，不仅为防疫提供决策，也为社会有序配置资源，恢复有序生产生活

发挥作用。 开发、维护这些大数据系统少不了语言学的作用，美国几大公共安全监测系统催生了许

多语言分析师③。 本次疫情应急语言服务中采用了语料库、音频 ／文本检索、机器翻译和机器辅助翻

译、文本分析等多种技术④，着眼于未来，语言技术和语言资源驱动的公共安全监测，当会进一步带动

语言产业的发展。
疫情就是敌人，信息监测系统就是防御敌人的“雷达”。 未来疫情仍有可能反扑，面对尚未充分

认知的病毒，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现有的垂直直报系统，而是需要在公共卫生安全预防体系上“补短

板、堵漏洞、强弱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快形成从下到上早发现、早预警、早应对的体系，
努力把疫情控制在萌芽状态。 要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的重中之重，完善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⑤建设“互联网＋多语”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可以作为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的一项基础工程。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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